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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而正确把握

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罗亦农是较早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

面都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罗亦农对农民问题

的探索与实践，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启示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文化振兴，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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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re issu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the farmer issu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ccurately 
caught this basic issu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correctly recogniz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s prospect and 
direction. As one of the early leaders of the CPC who paid attention to the farmer issues earlier, Luo Yinong 
explored the farmer issu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and finally came up with a series of distinctiv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farmer issues. Luo Yinong’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armer issues are still of great value 
for the times today. It enlightens us that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develop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We also should promot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dhere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ensure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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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同时也

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务，一

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学术界不乏对罗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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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罗亦农党建思想方面，

而对他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薄弱，

且大多数研究是侧重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对实践

层面的研究有待深入。实际上，罗亦农是党内较

早重视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

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

其探索对我党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以及土地革命

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新时代

推进乡村振兴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

农民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并未受到充

分重视，当时，党内大部分同志的工作重心还是

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

人之一的罗亦农，在关注工人运动的同时，也较

早地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在中共上海区委

特别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就特地提出“农民

问题——两年前大家不注意，去年十月新注意

到”[1]。这里的“去年十月”是指 1925 年 10 月。

可见，他较早就对农民问题展开了思考，其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为农民阶级体量大且革命意志强烈

毋庸讳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阶级人

口一直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但近代以来的所

有救亡图存的革命几乎都没有重视农民阶级以及

他们的利益，致使这些革命因为没有获得广大农

民阶级的支持与拥护而进入到“孤鸿哀鸣”的境

地，最后以失败告终。罗亦农早在 1923 年就认识

到农民阶级体量庞大的特征，他出席旅莫支部临

时大会时，就建议将“《草案》内之‘工人运动’

改为‘工农运动’，因为‘中国农民最多，这样

比较确切’”[2]407。

中国农民阶级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主

要是因为这一阶级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近代以

来受到了严重剥削和压迫，所以他们具有了强烈

的革命意志。罗亦农在他所撰写的《“五一”纪

念与农民》一文中，对农民阶级是否备受压迫做

出了回答：“谁也知道农民——尤其是贫苦的农

民——所受的压迫，比一切人都大。”[2]46 正是这

些严重的剥削压迫，使得他们从内心深处迸发出

以革命斗争结束自身的苦难的想法，因而拥有了

强烈的革命意志。并且，农民阶级还把这一革命

意志付诸到实践中，“素无阶级觉悟、无团结的

中国农民群众，居然有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出

现。”[2]50 同时，罗亦农还进一步指出，农民阶级

的革命性会愈来愈强。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扩大，

国内经济的各方面都会受到打击，工商业势必会

停顿甚至破产，乡村也会进一步衰败，这又会使

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加大对贫苦百姓的压榨，而依

此趋势发展下去的结果自然就是，农民阶级的革

命性会变得更加强烈。农民阶级体量大且具有强

烈的革命意志，使得农民阶级能够为中国革命的

胜利贡献巨大力量。

（二）提出解决农民问题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

罗亦农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认识到农民阶

级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并对国民党在革命中的作

用进行探索，进而得出解决农民问题需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结论。罗亦农指出，农民阶级

具有革命的一面，因为他们深受剥削压迫、命运

悲惨，但又热切期盼获得幸福生活，因此有着强

烈的革命热情。同时，农民阶级自身也存在不足

之处，即由于长时间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

影响，农民阶级成为了中国最保守的阶级。另外，

大部分农民都未受过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很难

快速接受新思想。行动上，农民也由于思想上的

保守，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罗亦农也看

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内在本质，他认为“中国资产

阶级都是反革命的”[2]31，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

的国民党，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甚至变成帝国主义制造中国内乱的工具。因此，

国民党与农民阶级利益是对立的，其不会去解决

农民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考察工人

阶级劳动与生存状况的过程中，发现了工人阶级

作为变革社会的历史主体所背负的伟大使命 [3] 一

样，罗亦农也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

与其他阶级的不同。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代表

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快速接受新思想、

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继而提出新观点的能力，

并且他们还拥有彻底的革命性，所以无产阶级能

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亦能够

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因此，最终指引解决农民

问题的使命要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农民想要

翻身解放，摆脱桎梏“就只有很亲切地与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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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指挥之下，

以扑灭他们共同的敌人”[4]。在 1925 年 1 月主持

中共旅莫支部第九次大会，讨论政治报告时，罗

亦农指出：“殖民地的国民革命非无产阶级去指

导不可。”[2]31 所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

起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去积极指引社会解决农民

问题，帮助农民阶级翻身解放。

（三）分析工农联盟的理论渊源与现实需要

工农联盟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实现一

定的战略目标，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以无产阶

级为领导结成的政治联盟 [5]。罗亦农从理论渊源

以及现实需要两方面进行分析，发现了进行工农

联盟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在理论渊源方面，他指出，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对工农联盟都是持积极赞同的态度。“马

克思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起草《德国共产党应有

的要求条件》里面曾经说：德国无产阶级为本阶

级的阶级利益起见，必须与小资产阶级、农民联

合……昂格思 [ 恩格斯 ] 在他著的《德国农民战争》

一书里面也曾说：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既然还没

有占全人口的多数，很显明的，他要实行革命必

须在小资产阶级中、在所谓城市的游民无产阶级

中、在农民中去找同盟者……因此列宁提出工农

民主革命专政的口号。”[2]52 革命导师对工农联盟

的看法，从理论上提高了他对工农联盟的重视程

度，使他坚信工农联盟是实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

和维系胜利果实的重要保障。

第二，通过对现实因素进行分析，他发现，

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存在着联盟的基础。

一方面，无产阶级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

济上就是要废除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解决农民阶级的土地问题；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农民阶级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自己拥有土地。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农

民阶级与工人阶级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的

压迫和剥削，二者都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

建立人民政权的政治意愿。由此可见，农民阶级

与无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共性，农民阶级

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罗亦农认为，农民

阶级渴望得到土地。他在《中国工人》一文中指出：

“姑无论中国农民是否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在大多

数，而这部分或最大部分的农民最后希望，总不

外是：‘土地归农民’。”[2]47 他也认同奥斯脱洛

夫斯基的观点，即“中国被压迫的工人、农民、

青年军人……我们要共同的打倒资本制度”[2]51。

他还仔细研究俄罗斯的发展历程，他发现，要使

农民阶级真正地获得土地，翻身成为主人，其前

提是要先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以，他提出，

中国农民阶级要想获得土地并解放自身，必须与

无产阶级进行联盟，共同去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

可见，他在革命早期就发现了农民阶级可以成为

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潜质，认识到了工农联盟的必

然性。

（四）提出差异化进行工农联盟

罗亦农对工农联盟一直持支持态度，认为工

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他曾经这样说过：

“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同在一起向帝国主义、

军阀、资本家游行示威，不仅在中国革命运动史

上有更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

运动积极爆发的表征和中国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谋

达到自己完全解放，实行大团结的征兆。”[6] 在

主张实行工农联盟的同时，他还注意到农民阶级

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内部存在不

同类型的成员，因此，需要差异化地进行工农联

盟。罗亦农从经济地位角度把农民阶级分为三类：

其一是地主，“地主则居于压迫和剥削的地位”[2]47；

其二是佃农和贫农，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一群

人；其三是雇农，他们属于被压迫和剥削得一无

所有，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一群人，可以说他

们就是农民中的无产阶级。不同地位的农民阶级，

他们所具有的革命性是不同的。所受压迫和剥削

程度越强的农民，其革命性就越坚定，所以对农

民要进行有区别、差异化的联盟。罗亦农在《目

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一文中特别强调要重视

贫农，呼吁“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和贫农才

能担负，必须坚决行动才能引起他们的革命狂潮，

这一点的关系非常巨大”[2]353。

（五）萌生早期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一，注重开展土地革命。马克思提出了不

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

命题。“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封

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基础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以

我党要先推翻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建立新

的政治制度。因此，罗亦农提出以土地革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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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

1927 年在担任湖北省书记时，罗亦农就主张“现

已成立特委的为鄂南、鄂西、鄂中、襄枣四区，

主要的工作是土地革命，实行杀土豪劣绅、抗租

抗税、没收地主土地等等工作”[2]321。由此可以看出，

自大革命失败之后，罗亦农就逐步把注意力转移

到了农村，转移到了农民阶级身上。他注重进行

土地革命，以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加快新的政

治制度建设。

第二，明确游击战争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性。

1926 年，罗亦农对各个地方同志提出要求，在进

行革命的各项工作时，须包含农民运动。在召开

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时，他也提到，要加强做农

民运动的力度，并且要通过出版报纸的方式进行

宣传。在北伐战争失败后，罗亦农关于农民运动

的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在发展农民

运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其一，要重视党

的领导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性。罗亦农在写给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

游击战争》中指出，江西农民运动的工作并没有

达到原本的期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江西省

委没有重视党的领导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性，他

们离农民运动的中心太远了，不利于对农民运动

工作的指导。所以，罗亦农提出要江西省委的办

公地点要搬至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以加强党的

领导。其二，要重视游击战争。湖南湖北以及广

东的革命暴动失败以后，罗亦农安慰同志们不要

因为暂时的失败而丧失继续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

的信心。他说，现阶段革命仍会猛烈地向前发展，

并提出“农民运动目前应扩大游击战争，杀尽豪

绅地主，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一切公地，分配

土地，一乡一县的弄起来”[2]358 的要求，以期增强

大家对游击战争的重视。其三，相信群众的力量。

罗亦农指出，我们的同志还存在一种错误倾向，

即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在他所作《中共湖北省委

政治报告》中，他描述了党内部分同志轻视群众

力量的现象。当时，负责鄂南工作的同志对罗亦

农进行提问：当鄂南地区出现暴动时，我们武汉

的军队力量能否提供支持。他认为，这些同志开

展暴动时主要想运用的是军队力量，而非利用群

众力量，这对于开展农民运动是不利的。他极力

纠正了这种做法。为此，他在《中共湖北省委政

治报告》中着力阐明了群众力量对于农民运动以

及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性。

第三，重视建立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农村政权。

农民革命的根据地与土地革命、农民运动是相辅

相成的有机统一体，罗亦农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不断发展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将大大助力

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但在可以攻城或

可以占据数县的地方，省委应当坚决的领导这许

多农民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

以发展各地的运动。”[2]333 他提出，农民运动和土

地革命的发展同样会助力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他称赞当时湖北多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进行得

非常好，并要求之后应该继续加强这两方面的工

作，以创造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形成一系列农

民革命的根据地。同时，罗亦农也看到了建立农

村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在暴动的过程中

能够产生一些工农联盟的新的政权形式，为实现

武装斗争和建立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革命

的前途将很乐观。

罗亦农提出，中国革命应以农村为中心，重

视土地革命、游击战争，重视建立农民革命根据

地与农村政权，努力争取开创一独立的割据局面。

他的这些认识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

思想”可谓不谋而合。

二、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具体实践

（一）组织农村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阶级

政治觉悟

农民阶级深受压迫，因而革命意识强烈，但这

一群体仍然有保守消极的一面。首先是农民阶级

对于革命的对象了解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对此，

罗亦农在《“五一”纪念与农民》一文里有具体表述：

“最使他们看不清楚而又是他们一切痛苦之根源

的，还是帝国主义的间接压迫呀。”[2]46 其次是在

当时环境下，农民阶级身上所激发出的少量革命

意识，没有集中转化到行动上来，其主要原因是

农民阶级缺少转化方法和先进思想引导。罗亦农

在 1927 年 9 月 10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报告中

就明确指出：“并不是农民不愿杀土劣愿交租，

而是农民意识尚未总会 [ 汇 ] 起来集中到行动上走

[ 去 ]，而是我们未领导他们，这是我们应当特别

注意的。”[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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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亦农在明确农民阶级的局限后，提出了对农

民阶级进行教育改造的两条建议。

第一，派同志至乡村进行教育工作，唤醒农民

阶级的政治意识。罗亦农提出，要针对农民阶级

的不足进行相应的教育。他在 1926 年 11 月向区

委全体会议作政治报告时指出：“区委正式组农

民运动委员会，做减租运动，先办训练班。”[2]459

在 1927 年 2 月举行的上海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罗亦农作为农民问题委员会主任，提出了进行农

民运动工作的要点：“对于农民要行初浅的教育，

不要奢望。对农民党员要做识字运动。农村支部、

独支地方书记要特别施以教育。”[2]237 这些指示迅

速在全党发布，得到推广执行。1927 年 12 月，他

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还特意提到了具体的教

育内容，比如“在九月十日举行总暴动之前，党

与农民协会又开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根据符向

一同志报告），如此工作方法，何得谓非以党的

组织去发展与领导争斗？各农民争斗的区，省委

均组织特别委员会，又是什么意思？”[2] 396 等。

他认为，通过这些教育工作，既可以培养农民运

动的骨干，为发动农民参与革命做好准备，还可

以提升农民阶级的文化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使

我党的政治宣传效果实现最大化，提高我们党在

农民阶级中的信任度以及影响力。同时，还可以

使农民阶级明白革命的对象是谁，认识自身力量

的强大，进而唤起农民阶级开展农民运动、参加

革命斗争的政治意识。

第二，对农民阶级进行政治宣传，加强思想和

行动上的引导。罗亦农在《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提到湖南地区

下阶段的工作计划，其中特别强调，在敌人日益

狡猾的政治宣传下，“本党若不再加紧政治的鼓

动与宣传，回答敌人，指明工农群众以争斗的方

法与出路，将要在政治上失掉一切革命的群众”[7]。

所以我们党需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宣传。其实，“政

治宣传”并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词汇，而是一个

“舶来品”。政治宣传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到是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文里，

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对

无产阶级党员提出了要求：“具有革命毅力并努

力进行宣传工作”[8]。罗亦农继承并践行这一要求。

在 1927 年 9 月，他在给武汉三镇的工作指示中就

提到要努力做好政治宣传工作，并具体明确了两

个方向：“1.宣传农村的暴动；2.用简单事实（如说：

如果汉宁妥协成功了，为什么政府各机关都迁往

南京，而独军事委员会不迁呢？可见仍是军阀的

冲突）证明汉宁妥协之不会成功。”[2]326-327 第一

点是提高并发展群众的斗争情绪，第二点是必须

打破群众的一切幻想，使我党政治宣传工作效果

最大化。1927 年 10 月，长江局正式成立，罗亦农

担任长江局书记。他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

委会指示以及长江局所辖七省的实际情况，对后

期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他在《长江局最近政治决

议案》中提出要求：“在这宣传周中各委均宜用

本党某省委名义发表宣言，这一宣言必须罗举新

旧军阀统治下工农群众被压迫的事实。”[2]365 他认

为，通过加强政治宣传，能够调动农民阶级的革

命情绪，提高其政治觉悟，使农民阶级自觉自愿

地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促进政府各级政策法

令的贯彻执行。

（二）发展工农联盟，增强革命群众力量

罗亦农认为，进一步开展工农联盟工作，必

须做好以下两点：第一，要利用好特殊时机，即

抓住敌人虚弱或敌人矛盾激化致使敌人政权不稳

的时机。原因在于，敌人在政权不稳的情况下，

会急于休养生息以增强自己实力或者忙于巩固自

己的政权，这时的敌人将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是

否在进行工农联盟活动。1927 年 10 月，安徽省委

向他寻求下一步工作指示，他立即回复了一封指

示信。信中分析了宁汉战争爆发后安徽的形势，

指出唐系军阀在面对其他敌对力量时，无论是选

择放弃斗争，从而被敌对力量打败，还是选择为

了保持已有的状态，去耗费物力人力与敌对力量

进行斗争，唐系军阀都不可能再保持住目前稳定

的优势了。所以，他在指示信中要求安徽省委即

刻执行“利用军队移动或开拔的机会及敌人政权

动摇或空虚的地方领导农民”[2]345 的指示，以加强

工农联盟，发展更大规模的农民群众暴动。第二，

要通过满足农民阶级最迫切的需要来加强工农联

盟。他提出，加强工农联盟要从农民阶级的根本

利益出发。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根据各地的

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策略，以此来满足不同地区农

民阶级的不同需求，这样才有利于农民阶级坚定

服从工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加强联盟。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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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暴动失败后，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鄂南地区的

工农联盟。为此，他对鄂南地区农民阶级的需求进

行了分析。他指出，鄂南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鄂南农民已经表现出普遍的热烈的想要参加暴

动的意愿，但许多负责暴动的同志却不相信农民有

如此强烈的革命愿望，因此没有与农民阶级站在一

起，积极参与这场暴动，使得在农民阶级里出现“党

中最危险甚至使党无形的消灭的现象”[2]332-333，这

是不利于工农联盟的，也导致了暴动失败。所以，

他对鄂南的同志进行了批评，并部署了今后农民

运动的策略，即“鄂南的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但

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热情仍然存在，省委应当派大

批同志前往工作，恢复旧有的局面，完成暴动”[2]333。

这说明，我们党能够及时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主

动选择相信农民阶级的暴动意愿，并进行积极引

导。这样，党就能通过满足鄂南地区农民阶级的

意愿和迫切需求，来发展鄂南地区的工农联盟，

增强革命的群众力量。

（三）推进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

罗亦农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

他主张党的工作中心应该移至农村，应该武装工

农，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1927
年 8 月底，他代中共中央起草《两湖暴动计划》，

计划规定：“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

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

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

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9]

《两湖暴动计划》得到中央批准后，他积极予以

实施，亲赴重点地区鄂南部署工作，以期加快建

立革命政权。他在 1927 年担任长江局书记后，对

日后工作作出指示，明确提出，长江局的第二个

大任务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2]329，通过普遍

地发展土地革命，取得两湖的政权。他还要求，

在总策略之下，长江局所管辖的八省应立即执行

具体的工作计划，即在适合推进土地革命的地区

组织农民实施暴动，“动员大批党与团的同志前

往指导，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

发展之村镇”[2]365。

（四）进行游击战争，扩大革命割据地

1927 年 9 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工

农革命军余部进入井冈山地区，开辟了第一个农

村根据地，这是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

起点。也是在这时，罗亦农被任命为长江局书记。

在任期间，他高度重视工农武装暴动，提出要开

展游击战争，逐步扩大根据地。他并不是盲目地

进行暴动，而是强调要先进行游击战争。1927 年

10 月，他在总结两湖暴动失败与广东失败经验时

指出，现阶段的农民暴动的主要方式应当是发展

游击战争，然后在相应时机下才开始总的暴动，

最后实现扩大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因此，他在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出，“此时湘鄂

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

展游击战争”[2]339，湘鄂赣豫等省的工作重心是准

备将来的全省农民总暴动，最终形成“能割据某

几县，成一独立区，如湘鄂赣交界处”[10] 的局面。                 

三、罗亦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

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

程度。”[11] 罗亦农从多角度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

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开

创性贡献。虽然现阶段与他所处的时代相比，国情、

党情、世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他在农民问题

上进行的诸多理论与实践探索，对于我们实施新

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

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乡村振兴的首要前提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 罗亦农亦认为党

的领导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他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首先对农民阶级、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分别进行分析，

并最终得出结论，那就是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

领导阶级，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起领导者的

角色。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必

然与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

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进入新时代，要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

全面领导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坚定不移、毫

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党在农

村工作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13]。当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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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须知打铁还需自身硬。从宏观来看，党组织建设

需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克服自身的

缺点和弊病，努力把我们党打造成为学习型、服

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微观来看，

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2018 年中央一号文

件就这样要求到：“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抓乡促村，把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14] 由此可见

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因此，

一定要加强乡村的基础党组织建设，发挥其乡村

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才能带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

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二）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文化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灵魂

无论是在进行工农联盟的革命时期，还是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我们都需要通过加强

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来完成每

个时代赋予的不同使命。在罗亦农所处的革命年

代，农民阶级还处在思想的转变期，大部分农民

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且还接受着敌人的负面宣传。

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阶级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也没有理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要改变这

一现象，就必须要对农民阶级进行政治宣传和教

育。罗亦农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因此，他非常重

视组织农村的政治宣传与教育，以此来提高农民

阶级的整体素质以及革命热情，为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增添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新时代实施乡

村振兴的过程中，我国也需加强乡村文化建设。

乡村振兴不是片面的、小范围的振兴，而是全面

振兴，包括人才、产业、生态、文化、组织等各

方面的的振兴。这些美好振兴目标的实现都是以

文化振兴作为基础的。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

魂，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因此，加

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首先，我们要重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

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我们要通过不断

加强农民教育政策的实施力度，将农村庞大的人

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

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现代人

格培育，要通过不断的教育将受传统农耕文化消

极影响的农民改造成为有信仰、有担当、有本领、

有情怀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我们要多渠道宣

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

化，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消除落后文化的影响，

并将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注入到农村文化产业

的建设中。最后，要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建设，为村民接受文化教育创造便利条件。

（三）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改善民生作为乡

村振兴的根本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

他们的利益有关。”[15] 这就启示我们，党在执政

过程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罗亦农十分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的原则，在面临如何加强工农联盟的现实问题时，

他最先从农民阶级入手，去了解农民阶级最迫切

的需求。在明白农民阶级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土地

真正归自己所有之后，以罗亦农等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开始逐步进行土地革命，以期彻底解决

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阶级的最迫切需求，

从而加强工农联盟，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要切实有效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也同样需要从广大农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出发，通过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盼，让人

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的美好感幸福感，

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首先，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做到乡村振兴是为了人民，乡村振兴的成果

与人民共享。其次，从实际出发，了解现阶段农

民的迫切需要。在制定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时，要

注意深入基层，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农民的现实

状况，把农民的意见和建议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落实到具体政策里。在实施政策过程中，要密切

关注农民群众的反应，并以此来进行相关政策的

调整，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再次，要最广

泛最有效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努力改善民生、

助力乡村振兴。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乡村振兴

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任务，要实现乡村振兴，

仅仅靠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一

定要调动全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共同助力乡村

振兴。最后，要加强新时代的工农联盟，建立城

市帮扶农村、机关帮扶村组、干部帮扶村民机制，

从政策、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构建新的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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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提供中坚

力量。

总之，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

在对农民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探索过程中，

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他的一系列关于农民

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我们应当看到，罗亦农

的这些认识与实践，对于新时代全面贯彻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亦不乏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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